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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降碳路径，兼顾“双碳”目标与经济稳态

增长至关重要。以技术效率为内生转化媒介，推导降碳减排与经济增长并行演进的理论机制。进一步以中国

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经济产出与碳排放之间存在一定的原生依赖关系，完全“碳脱钩”并不符合中国的

现实情境，而技术效率提升为并行推动降碳约束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内生转化工具。非线性研究还发现：碳排放

增速在不同水平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轨迹有所变化，只有合理适度的降碳约束能够撬动技

术效率的最佳内生驱动力。此外，降碳约束对技术效率的内生驱动存在时空异质性：过高或过低的碳排放约束

在东部地区并不适用，中西部地区需要一定的碳排放容忍度才能释放效率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共轭红利。研究

发现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兼顾经济稳态增长提供了内生转化的理论启示与动态调节的量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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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双碳”战略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指

向标。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碳排放第一大国，面临经济增长与降碳减排的双重约束。

显然，经济先行与环境优先的悖论之争不应陷入零和博弈［1］，中国式“双碳”推进需要寻求经济稳态增长

的包容性路径。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有助于加速技术进步与效率变革，从而驱动

内生增长，这为推动“双碳”目标与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外部性理论依据［2］。然而，“波特假说”更像是一

种逆向解释，环境规制本身存在降碳成本，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产出，过于严苛的降碳约束会失去效率弹

性，不仅无法实现内生驱动和绿色转型，还会反噬经济增长，产生更为严重的涟漪效应。事实上，“波特假

说”的规制目的在于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打通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共轭通道，提高碳排放的经济

贡献度，释放双向溢出红利，这为科学推进“双碳”目标、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提供了共生互利的解释基础。

国内经济正处于外延式扩张向内生性增长的转型阶段，受新冠疫情及世界格局多变等不利因素影

响，绿色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双碳”推进将加速供给侧改革，加剧经济增速下行压力。那么，全面

现代化进程中亟待破解的难题是：在“双碳”目标推进的同时，保持稳中向好的经济增长趋势，应如何设计

合理可行的降碳策略？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展开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①通过理论分析揭示碳排放、技

术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迭代关系和内生转化机制，构建以降碳约束激励内生驱动的经济稳态增长体

系；②借助实证研究判断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原生依赖关系，以及技术效率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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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效应，进一步设计动态门槛计量模型，检验碳排放在不同约束水平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内

生驱动轨迹，寻求降碳约束的最优溢出空间；③借助空间异质性分析，对比碳排放增速对技术效率的内生

驱动差异，识别不同地区碳排放约束及其内生驱动的时空分异特征；④理论结合实证，为激励效率变革与

内生驱动，实现降碳约束与经济稳态增长的双向平衡，提供动静结合的研究参考和多维协同的政策建议。

1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1.1　文献述评　

工业时代化石能源加速消耗，城市化进程逐步吞噬绿色土地，造成碳排放激增和温室效应恶化，环境

规制成为全球最大的外部性议题［3］。1979 年世界气象组织召开了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开始在世界范围

内倡导降碳减排，到 1997 年的《京都协议书》，再到 2009 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气候问题广受关注。

2015 年巴黎全球气候大会达成全球范围内的降碳共识，诸多国家开启降碳之路［4］。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统计数据显示，德国、法国等 30 多个国家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实现了碳达峰。进入 21 世纪

以来，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相继实现碳达峰。截至 2021 年末，已有超过 50 个国家的碳排放

规模开始逐步下降，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演进趋势。对比发现，已经实现碳达峰的

国家中发达国家居多，这反映了世界经济与碳排放的结构性差异［5］。其中，巴西、塔吉克斯坦等一些发展

中国家先行实现碳达峰的原因可能是工业结构较为简单［6］。整体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降碳

约束依然存在理解分歧，印度等一些国家认为过于严苛的降碳计划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诉求［7］。经

过多年谈判，发展中国家立足自身国情制定了相对合理的降碳目标，中国、墨西哥等诸多发展中国家承诺

在 2030 年以前实现碳达峰。在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国家中，多数发达国家承诺在 205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力争在 206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值得关注的是，受到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一些欧盟国家

提出推迟碳中和计划，这在 202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引发了其他国家诟病［8］。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内在含义远远超过了目标本身。欧美等西方国家在高速工业化之后，逐渐转入内

生增长轨道，摆脱了资源消耗型扩张模式，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先行实现碳达峰，并呼吁全球性降碳

规制，加强环境保护［9］。DALY 等［10］认为英国的能源结构优化对其实现碳达峰至关重要，这为其他国家提

供了经验参照。日本等新兴发达国家的降碳之路更多依赖于技术效率提升，以此摆脱边际投入递减所造

成的碳排放规模上升［11］。美国曾被认为是环境保护的示范性国家［12］，通过加强环境规制、开放碳交易市

场［13］，实现了经济增长与降碳规制的并行优化，但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降碳减排和能源结构优化提高了

全球能源成本，反而不利于其他国家降碳减排［14］。YAN 和 WHALLEY［15］研究发现，美国的贸易国际化在

一定程度转移了碳排放，这给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大的环境压力。讽刺的是，美国 2019 年退

出《巴黎协定》，引发了世界气象组织和其他国家的谴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对绿色经济的理解

差异，相对于发达国家所提倡的环境优先论，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更多的是生存现状，经济增长被视为解

决环境问题的前提条件［16］，在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实施严苛的环境规制与降碳约束显然不合时宜。

以 NORDHAUS［17］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将碳排放的负面影响纳入经济评价指标，推崇绿色增长体

系，以此作为环境优化和经济增长的和谐之道。低碳经济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关系是碳排放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相互影响。按照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资源投入和能源消耗是经济增长之本源，碳排放和经济增长

具有孪生关系［18］，降碳减排与经济增长不可兼得。然而，GROSSMAN 和 KRUEGER［19］认为碳排放与经济

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静态关系，而是具有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动态演进规律，称之为 ECK 曲线。

DANISH 等［20］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加快倒 U 形曲线蔓延，形成正向

降碳趋势。国内学者王菲等［21］将我国分为了东中西 3 个地区，分别研究 2009—2014 年各地区人均 GDP
与碳排放的关系，认为这 3 个地区的 ECK 曲线都存在，只是拐点有所不同。YANG 等［22］基于经济增长与

碳排放的动态演进关系提出，西方发达国家碳排放逐步达到峰值，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和人

均碳排放水平依然处于上升态势，尚未达到峰值门槛［23］。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高碳增长期，

不应以降碳规制“吞噬”经济增长空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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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在碳达峰过程中经济并未明显衰退，这一现象值得关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提供了

更为合理的解释，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改变了固有的生产关系，为经济增长注入内生动力［25］，这被认为是

打破边际递减规律和降碳约束的理论基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特殊性，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高速增长

更多依赖于外延式扩张，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较重，碳排放规模激增［26］，但随着发展水平提升，人口

红利难以为继，经济高速增长的延续性受到质疑［27-28］。国内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转型动力源于技术进步所释放的效率变革［29］，这一点国内学界做了大量的分析论证［30-31］。然而，经济

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程名望等［32］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汗水”和“灵感”的双重驱动，“灵感”的驱动效

应逐渐加强，技术效率提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转化存在渐进规律，这为降碳约束提供了内生解释

空间［33］。

“波特假说”成为平衡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工具，提倡通过降碳约束提高技术效率，实现内生

增长与绿色驱动的共轭模式。但在初始投入产出模型中，技术效率水平可能较低，无法作为影响碳排放

的解释变量和内生因子［34］，只有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之上，碳排放与技术效率之间才会发生转化关系［35］。

BRÄNNLUND 等［36］通过推演能源消耗与投入产出模型发现，技术效率提升会降低资源投入与能源消耗，

提高二氧化碳的经济贡献，从而降低生产活动对化石能源的需求。杨莉莎等［37］基于指数分解与生产理论

分解两种方法量化测算中国工业产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发现技术效率提升能够显著降低我国工

业二氧化碳排放。张兵兵等［38］进一步提出，技术效率提升包括新技术应用和效率变革。随着中国经济转

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效率提升将成为中国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可见，技术效率提升

是 ECK 曲线拐点的关键撬动因素，这是实现降碳约束与经济增长的平衡支点。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深入揭示了碳排放、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两两关系。事实上，基于“波特

假说”的降碳预期需要包容三者之间的迭代影响。中国经济向高质量迈进过程中，保持经济稳态增长是

降碳减排的约束性条件，而效率变革为“双碳”推进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内生转化空间。但到底如何缓释降

碳，实现内生驱动与经济稳态增长，依然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尝试厘清碳排放、技术

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迭代关系，建立三者之间的传导驱动机制，通过量化研究识别碳排放增速与技术

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溢出轨迹，从而提出科学降碳与经济稳态增长的并行启示。

1.2　理论假设　

以 C-D 函数为基础构建包含能源消耗的投入产出函数：Q = f (L，K，E )，其中，将能源消耗 E 独立

于资本投入 K。初始阶段，能源消耗以化石能源为主［39］，产生碳排放：E～CO2。由此进一步将投入产

出模型转换为碳排放的贡献关系 Q = f (L，K，CO2 )，假设资本和

劳动力投入产出关系保持恒定，则碳排放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

系演化过程如图 1 所示。有碳排放对经济产出的初始线性贡献

影响为Ⅰ：Q = αCO2 + ε，这时碳排放与经济产出之间存在原生

正向关系。按照动态均衡规律，随着生产规模扩张，化石能源

消耗逐渐上升，天然稀缺性导致效率更高的优质化石能源价格

不断上涨，生产环节投入大量低效能源，产生更多碳排放［40］，即

单位碳排放的产出贡献率有所下降，即Ⅱ：Q = α1CO2 + ε1；且

α1 < α；出现了碳排放对经济产出的边际递减，若要维持经济扩

张，需要加大能源投入，这会导致碳排放激增。反之，如果强化

降碳约束，则会进一步挤压生产关系，造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

性影响。

H1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原生依赖关系，在外延式经济扩张阶段，降碳约束可能会抑制经济

增长空间。

从日本、韩国等新兴碳达峰国家的历史演化轨迹来看［41］，经济发展初期，产业结构以中低端价值链为

主，经济高速增长依赖于要素投入和人口红利，外延式扩张导致高能耗和高污染，同时碳排放规模激增，

图1　碳排放与经济产出之间的演化关系

Fig. 1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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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存在共轭矛盾［4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内生增长理论给予一剂良方：以技术进

步和效率提升优化投入产出矩阵，打破边际递减规律，从而转轨内涵式增长模式。效率变革同时改变了

碳排放与经济产出之间的演进关系，即Ⅲ：Q = α2CO2 + ε2，α2 > 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能够提高单位

碳排放的经济产出贡献水平，EKC 曲线呈现为从Ⅰ到Ⅲ的转化过渡。

H2　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能够加快内生驱动，提高单位碳排放的经济贡献。

虽然内生增长理论广为推崇，但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和进化轨迹不尽相同。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由于科技革命历史漫长［43］，早在20世纪中叶就踏上了工业化道路，以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摆脱了要素投入的边际递减约束，嵌入内生增长轨道，因此能够不断降低能源消耗，优化能源结构，嵌入

EKC曲线的碳达峰轨迹［44］。理论推导发现，只有Q > Q1 且α2 > α时，才能开启降碳约束与经济增长的并行

模式。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碳达峰之前同样经历了高耗能、高污染的外延式增长模式［12］，造成了严峻的

环境污染问题。可见，从资源消耗的外延式扩张转轨内生增长并非一蹴而就，如果没有高碳阶段的工业化

进程，科技革命可能难以实现绿色转型［45］。顺利从外延式扩张转轨内涵式增长，是跨越EKC拐点的关键一

跃。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Q < Q1 且α1 < α时），甚至仍在努力摆脱贫困，尚不具

备以技术效率驱动内生降碳条件，严苛的降碳约束在初级外延式扩张阶段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反噬效应。

H3　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水平差异，降碳约束在不同强度时对内生驱动的激励效应呈现出非

线性溢出轨迹。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制造业依赖于人口红利和资源投入，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呈现出高耗能、高污

染特征，碳排放规模呈现急剧增长趋势。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逃避本国环境规制，将一些高碳行业嫁接至

中国，在产业导入的同时加剧了碳排放压力［46］。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一方面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提高

自身产业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以技术创新加速效率变革和内生转型，

降低产业能耗并优化能源结构，摆脱过去粗放式增长模式，这为降碳约束和绿色增长释放了转轨动能［47］。

中国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调整期，虽然内生驱动不断加速，但效率变革与结构优化是

一个周期性迭代过程［48］。这一情境下，环境规制更像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撬动内生增长，也会抑制外

延式经济扩张。

H4　中国经济结构处于外延式扩张向内生性增长的转型阶段，“双碳”推进要与技术效率的动态演

进相匹配，才能实现科学降碳与经济稳态增长。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检验

本文选择了中国 2000—2019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一致性，剔除了我国香港、

澳门、台湾、西藏 4 个省区，最终获得包括 30 个省区的 600 个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各省区统计年鉴、Wind 数据库等。

2.2　变量说明　

2.2.1　经济增长水平（Eco）　GDP 反映各省区经济发展基本面，相对于规模性指标，GDP 增长率在一定程

度能够降低宏观时间序列数据的内生性干扰，本文以此评估不同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

2.2.2　碳排放增速（CO2）　碳排放度量包括规模性指标和增速指标［49］，“双碳”目标并非简单的规模控

制，而应是一种动态约束，本文以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增长率作为碳排放增速的评价指标。

2.2.3　技术效率（Tec）　借鉴 FARE 等［51］的研究，测算各地区技术效率水平：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作

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投入指标 xt
i，以各地区生产总值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产出指标 y t

i。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

下，令 ( xt，yt ) 在 t 期的距离函数为 Dt
c ( xt，yt )，在 t + 1 期的距离函数为 Dt + 1

c ( xt，yt )；( xt + 1，yt + 1 ) 在 t 期的距离

函数为 Dt
c ( xt + 1，yt + 1 )，在 t + 1 期的距离函数为 Dt + 1

c ( xt + 1，yt + 1 )。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令 ( xt，yt ) 在 t 期的

距离函数为 Dt
v ( xt，yt )，在 t + 1 期的距离函数为 Dt + 1

v ( xt，yt )；( xt + 1，yt + 1 ) 在 t 期的距离函数为 Dt
v ( xt + 1，yt + 1 )，

在 t + 1 期的距离函数为 Dt + 1
v ( xt + 1，yt + 1 )。在 t 期和 t + 1 期的技术条件下，从 t 期到 t + 1 期技术效率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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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值分别为

Tect = Dt
c ( xt + 1，yt + 1 )
Dt

c ( xt，yt ) （1）
Tect + 1 = Dt + 1

c ( xt + 1，yt + 1 )
Dt + 1

c ( xt，yt ) （2）
通过计算以上两项的几何平均值得到从 t期到 t + 1 期技术效率进步指数为

Tec ( xt，yt，xt + 1，yt + 1 ) = (Tect × Tect + 1 )1/2 = é

ë
ê
êê
êDt

c ( xt + 1，yt + 1 )
Dt

c ( xt，yt ) × Dt + 1
c ( xt + 1，yt + 1 )
Dt + 1

c ( xt，yt )
ù

û
ú
úú
ú

1/2
（3）

当 Tec>1 时，表示技术效率提升；当 Tec=1 时，技术效率不变；当 Tec<1 时，技术效率下降。

2.2.4　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降低宏观面板数据估计过程中的内生性干扰，获取无偏检验结果，选取的

关键控制变量如下。①人口规模（Pop）。人口和资本是生产模型的基本投入因素［52］，由此将人口因素作

为计量模型控制变量，测算时取人口规模的增长率作为量化指标。②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经济增

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是基本要素，测算时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率作为评价依据。③进出

口贸易水平（Tra）。开放经济体系中，进出口贸易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以各省区进出口贸易

总额占 GDP 的比重为评价基础，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④消费水平（Con）。消费行为及其乘数效应

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以各省区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为评价指标。⑤市场化程度（Mar）。市

场化程度对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53］，以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

重衡量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⑥技术创新能力（Inn）。技术创新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来

源，取各地区专利授权量的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⑦国外技术引进含量（Tei）。外部技术引进同样能够

带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54］，从而激励内生增长，因此计量模型中将国外技术引进含量作为控制变量，测

算时以技术引进合同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2.3　计量模型　

2.3.1　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估计模型　以碳排放增速为解释变量，以经济增长水平为被解释变

量，设计线性估计模型，检验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性。

Ecoit = αCO2 it + θnCit + μi + υt + εit （4）
其中，α 是碳排放增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弹性系数，Cit 为降低内生性干扰的各项控制变量，θn 为控制变量

影响弹性系数，i 表示各省份，t 表示不同年度，μi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样本个体效应，υt 为时间效应，误差

项 εit~N(0，σ2 )。
2.3.2　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估计模型　以技术效率为解释变量，经济增长水平为被解释变

量，设计线性估计模型，检验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影响。

Ecoit = βTecit + θnCit + μi + υt + εit （5）
其中，β 是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弹性系数。

2.3.3　碳排放增速对技术效率驱动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槛调节模型　以 HANSEN［50］的门槛检验方法设

计动态调节模型，考察碳排放增速在不同水平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溢出差异。
Ecoit = ω1Tecit ⋅ I (CO2 it ≤ η1 ) + ω2Tecit ⋅ I (CO2 it > η1 ) + … + ω2n - 1Tecit ⋅ I (CO2 it ≤ ηn ) +

ω2nTecit ⋅ I (CO2 it > ηn ) + θnCit + μi + υt + εit （6）
其中，碳排放增速为门槛调节变量，ω 是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弹性系数，η 为检验碳排放增速的动

态门槛阈值，I (⋅)为检验碳排放门槛阈值是否存在的假设函数。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数据描述和检验　

本文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由于实证研究中选择省际面板数据，为了有效避免

估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时间趋势干扰，本文对变量做了数据平稳性检验。在具体检验技术上，采用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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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同质面板单位根的 LLC 方法和 Breitung t-stat 方法，以及假设存在异质面板单位根的 IPS 方法、ADF-

Fisher 方法和 PP-Fisher 方法。5 种检验结果显示面板数据一阶平稳。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进

一步选择 KAO［55］的残差协整检验工具，通过 10 个协整统计量检验变量数据的协整关系。结果显示统计

量 ADF 通过了 1% 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判断各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研究设计中为了

消除内生性影响，选取的控制变量较多，进一步对控制变量做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 Mean VIF 为

1.2，远小于 10，由此判定模型设计在一定程度控制了多重共线性干扰。

3.2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

经 Hausman 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碳排放增速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结果如表 2 模型 L1 所

示。可以看出，碳排放增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弹性系数为 4.084，并通过了 5% 显著性水平检验，反映经济

增长对碳排放依然存在正向依赖关系。线性估计结果与 H1 相符，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外延式扩张依

赖于碳排放。这与“双碳”目标并不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将加速外延式扩张向内生性增长转

变，效率变革推动碳排放边际递减，逐渐形成碳达峰。因此，降碳规制要充分考虑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

的原生依赖关系，单向强调降碳约束反而会吞噬经济增长空间，衍生更为复杂的不利影响。

表 2 模型 L1 中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剧，青

年劳动力比重下降，对经济增长将造成一定降速压力；“三驾马车”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固定资产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对外贸易能够释放开放经济活力，消费升级有助于加速经济增长与结构优

化；市场化程度同样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需要关注的是，技术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说

明两者之间缺乏耦合机制，在夯实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应注重技术转化和市场应用，为内生增长提供“即

插即用”的内生源动力。同时，国外技术引进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Eco

CO2
Tec

Pop

Inv

最大值

29.809
1.493
2.980
0.199
0.659

最小值

-3.950
-0.971
-0.638
-0.104
-0.627

均值

13.251
0.088
0.205
0.008
0.187

标准差

5.732
0.186
0.265
0.022
0.129

平稳性

一阶

一阶

一阶

一阶

一阶

变量

Tra

Con

Mar

Inn

Tei

最大值

1.722
6.280
0.904
2.709
0.223

最小值

0.017
-0.552

0.059
0.051
0.000

均值

0.306
0.180
0.611
1.515
0.004

标准差

0.373
0.516
0.214
0.753
0.012

平稳性

一阶

一阶

一阶

一阶

一阶

表2　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估计结果

Tab. 2　Estimates of the linear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变量

Eco（-1）
Eco（-2）
CO2
Tec

Pop

Inv

Tra

Con

Mar

Inn

Tei

C

R2

J-statistic Prob

FE 模型 L1

4.084**（1.741）

18.252***（4.531）
14.097***（2.264）
6.487**（2.455）
1.346**（0.598）
5.718***（1.090）
0.518（0.585）

18.225（14.817）
4.207***（0.965）
0.285

—

差分GMM模型L2
0.237***（0.039）

0.220*（0.114）

7.239（13.196）
9.072**（4.005）

14.330***（3.755）
4.443***（1.614）
5.866***（1.261）

-1.537（1.533）
103.436***（18.645）

—

—

28.870（0.117）

FGLS 模型 L3

3.034***（0.172）

22.221***（1.658）
10.212***（0.386）
-0.121（0.213）

0.825***（0.110）
5.243***（0.379）

-0.131（0.129）
7.222*（3.891）
7.779***（0.367）

—

—

FE 模型 L4

1.481***（0.229）
17.357***（4.368）
16.547***（2.283）
6.273**（2.451）
1.409**（0.639）
4.948***（1.038）
0.487（0.534）

18.377（15.127）
2.401**（0.974）
0.305

—

差分GMM模型L5
0.093（0.124）

0.388（0.679）
-0.109（36.211）
23.311**（9.285）
37.499**（16.600）
8.325*（4.331）

-0.434（3.937）
-1.007（1.509）
77.121（77.047）

—

—

23.446（0.321）

差分 GMM 模型 L6
0.215***（0.055）

-0.196***（0.049）

0.714**（0.360）
19.631（27.975）
18.750***（5.175）
24.005*（10.412）
5.276**（2.227）
4.454**（1.908）
0.126（0.703）

122.683***（25.206）
—

—

24.440（0.152）

FGLS 模型 L7

1.000***（0.174）
24.390***（3.870）
11.650***（0.767）
0.642（0.415）
0.414**（0.197）
5.012***（0.587）
0.024（0.210）
6.606（7.317）
6.070***（0.626）

—

—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水平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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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技术势差有所弱化，单纯依赖招商引资和技术引进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应逐步转向自主创新道路。

3.3　技术效率提升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线性关系　

以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见表 2 中模型 L4），结果发现：技术效率提升

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弹性系数为 1.481，且通过了 1% 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技术效率提升显著加速了

经济增长。这一结果符合内生增长理论，效率变革是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能够

改变投入产出系数，打破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边际递减约束，从而扩大投入产出水平，推动经济增长。另

一方面，效率变革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引导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产业流转至高附加值产业，优化资

源配置，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虽然外延式扩张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但技术效率提升能够作为

“波特假说”的传导媒介，为降碳约束和经济增长提供平衡支点。当降碳约束挤压外延式扩张的增长空间

时，技术效率提升能够加速内生转化，弥补经济增长损失，释放缓释动能，从而验证了 H2 的合理性。

3.4　碳排放调节下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溢出效应　

表 3 模型 T1 为迭代 Bootstrap500 次的门槛调节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碳排放增速对技术效率驱动

经济增长的动态调节影响存在显著三重门槛特征①。当碳排放增速低于0.040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

影响弹性系数 ω1为-0.004，但并不显著，说明此时的内生驱动无效。当碳排放增速提升至第二门槛区间

［0.040， 0.079］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弹性系数变负为正（0.012），且通过了1%著性水平检验，

内生驱动变为积极有效。当碳排放增速提升至第三门槛区间［0.079， 0.295］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弹性系数提升至0.022，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此时内生驱动效应最佳。然而，当碳排放增速超

过最高门槛阈值0.295后，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弹性系数回落至0.010，内生驱动有所弱化。

非线性检验结果说明，碳排放增速在不同区间时，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溢出存在较为复杂的

动态演化规律，这一结果符合 H3。当碳排放增速处于低门槛区间时，虽然有效抑制了碳排放增长，但同

时也失去了内生驱动力，说明经济结构较为复杂，外延式扩张与内生性增长处于并行转化阶段，需要一定

的碳排放容忍度，才能驱动内生转化与经济增长。同时，碳排放增速处于适度有效的第三门槛区间时，技

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效应最佳，能够最大化激励外延式扩张向内生性增长转轨，这与 H4 相

似；而碳排放增速过高时，技术效率提升的内生驱动效应有所弱化，外延式扩张获得了相对更高的碳容忍

空间，反而不利于内生转型。由此来看，降碳约束与技术效率的双向调节对经济稳态增长至关重要，降碳

①Hansen 的门槛回归技术最多可以检验至三重门槛，经检验发现，碳排放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三个门槛均显著有效，如表 3 所示。

表3　碳排放增速调节下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估计结果

Tab.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on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moder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growth rate

变量/系数

γ1
CO2-1
ω1
γ2
CO2-2
ω2
γ3
CO2-3
ω3
CO2-4
ω4

门槛调节检验
模型 T1

0.040***（56.736）
［0，0.040］
-0.004（0.003）

0.079*（4.675）
［0.040，0.079］

0.012***（0.004）
0.295**（6.200）

［0.079，0.295］
0.022***（0.003）

［0.295，+∞）

0.010**（0.005）

内生性检验
模型 T2

0.040***（65.299）
［0，0.040］
-0.003（0.003）

0.170**（5.277）
［0.040，0.170］

0.019***（0.004）
0.350***（7.898）

［0.170，0.350］
0.037***（0.006）

［0.350，+∞）

0.012（0.008）

稳健性检验
模型 T3

0.040***（53.364）
［0，0.040］
-0.004（0.003）

0.079**（3.994）
［0.040，0.079］

0.012***（0.004）
0.295**（5.659）

［0.079，0.295］
0.022***（0.003）

［0.295，+∞）

0.010**（0.005）

空间异质性检验

东部模型 T4
0.039***（34.717）

［0，0.039］
-0.008（0.005）

0.065***（12.446）
［0.039，0.065］

0.009（0.006）
0.297**（4.459）

［0.065，0.297］
0.022***（0.004）

［0.297，+∞）

-0.002（0.005）

中部模型 T5
0.079***（20.474）

［0，0.079］
0.003（0.005）

—

［0.079，+∞）

0.026***（0.006）
—

—

—

—

—

西部模型 T6
0.042***（12.131）

［0，0.042］
-0.001（0.007）

—

［0.042，+∞）

0.018***（0.006）
—

—

—

—

—

注：γn为门槛估计值，其下方括号内为 F 检验值；CO2-n 为二氧化碳增长水平的不同门槛区间；ωn为在 CO2不同门槛区间下技术效率提

升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弹性系数，其下方括号内为标准误。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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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不应“一刀切”，要采取动态调节策略，将碳排放增速控制在合理区间，才能撬动技术创新的最佳内生

驱动力，逐步释放绿色增长空间。

3.5　内生性控制与稳健性检验　

3.5.1　内生性控制　线性计量研究时，为尽可能降低内生性干扰，引入诸多控制变量。为进一步检验实

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在固定效应模型中逐一添加控制变量，碳排放增速和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弹性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在一定程度控制了模型输出的内生性干扰。同时，借助差分 GMM 模型排除

回归结果的内生性影响，结果显示，在引入经济增长水平的滞后一阶项后，碳排放增速对经济增长的线性

影响依然显著为正（见表 2 中模型 L2）；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引入滞后二阶项后显著为正

（见表 2 中模型 L6），由此验证了线性模型回归结果的可信度。

传统的内生性检验方法并不适用于动态门槛估计模型，因此，借鉴 LUCCHETTI 和 PALOMBA［56］的研

究，将解释变量滞后一阶，表 3 模型 T2 的结果显示：碳排放增速对技术效率提升的动态经济溢出依然存

在显著三重门槛特征（0.040，0.170，0.350）。具体来看，当碳排放增速低于 0.040 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

增长的内生驱动效应并不显著；碳排放增速处于第二门槛区间［0.040， 0.170］和第三门槛区间［0.170， 
0.350］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弹性系数显著为正，且在第三门槛区间时影响弹性系数最大

（0.037）；当碳排放增速超过最高门槛阈值 0.350 后，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弱化为不显著。上

述估计结果和门槛模型 T1 基本类似，差异在于碳排放增速在最高区间时的内生驱动有所弱化，但整体规

律依然说明碳排放增速过高或过低均不科学，合理适度的降碳约束才能释放最佳内生驱动力。

3.5.2　稳健性检验　线性估计模型往往容易产生组间干扰，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输出的稳健性，本文以

FGLS 模型排除面板数据组内自相关、组间异方差以及同期相关的多重干扰，估计结果显示，碳排放增速

（见表 2 模型 L3）和技术效率提升（见表 2 模型 L7）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然保持正向有效，这和基础模型 L1
和 L4 结果一致，从而验证了线性估计结果的合理性。

在门槛调节模型的稳健性检验时，剔除了面板数据中经济增长水平最高和最低的两个省区，以排除

极值数据干扰。基于 28 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检验，表 3 模型 T3 的结果显示，碳排放增速对技术效率提升的

内生溢出影响较为复杂，当碳排放增速小于 0.040 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并不显著；碳

排放增速处于第二门槛区间［0.040， 0.079］和第三门槛区间［0.079， 0.295］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弹性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通过了 1% 显著性检验，其中第三门槛区间的影响弹性系数最大（0.022）；

当碳排放增速超过最高门槛阈值 0.295 后，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弹性系数有所回落（0.010），

显著性降为 5% 水平。上述规律和门槛调节模型 T1 高度相似，从而验证了非线性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6　空间异质性检验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差异较大，容易造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不平衡［57］，进一步将全国 30 个省区面板数据划分为东、中和西部地区，以检验不同地区碳排放增速

对技术效率提升及其经济溢出的空间异质性。

东部地区门槛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见表 3 模型 T4）：碳排放增速的三项调节门槛分别为 0.039，0.065
和 0.297，碳排放增速处于第一门槛区间（0， 0.039］、第二门槛区间［0.039， 0.065］与第四门槛区间

［0.297， +∞］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当且仅当碳排放增速处于第三门槛区间

［0.065， 0.297］时，技术效率提升才能驱动经济增长，释放积极的内生溢出效应。中部地区碳排放增速对

技术效率提升的内生驱动存在单一门槛特征（见表 3 模型 T5）②，当碳排放增速低于门槛阈值 0.079 时，技

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难以撬动内生驱动转型；只有碳排放增速超过 0.079 后，技术效

率提升才能释放正向经济溢出，驱动内生增长。西部地区碳排放增速对技术效率提升的经济溢出同样具

有单一门槛规律（见表 3 模型 T6），当碳排放增速低于门槛阈值 0.042 时，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不显著；当碳排放增速超过 0.042 后，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内生溢出效应。

②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碳排放增速对技术效率的经济溢出影响并未通过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显著性检验，而单一门槛通过了 1%

显著性水平，由此判断为单一门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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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对比发现，过低或过高的碳排放增速在东部地区并未释放正向溢出效应，只有合理适度的碳排

放增速才能撬动技术效率的内生驱动效应，东部地区正处于内生加速和绿色转型的关键阶段，需要借助

精准调节的降碳约束实现环境优化与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提升依然

需要一定的碳排放容忍度，才能有效激励内生转型和经济增长。相较而言，中部地区的碳排放增速门槛

阈值更高，说明其经济结构较为复杂，传统的外延式扩张向内生增长转型过程中，需要一定的碳排放容忍

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供给侧改革负担小，能够承担更为严格的降碳约束。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双碳”目标推动下，亟待破解的是如何实现科学降碳与经济稳态增长的双向平衡。本文通过理论模

型揭示碳排放、技术效率提升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迭代关系，基于 30 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反映了两者之间存在原生依赖关系，

在经济增长趋势下完全“碳脱钩”并不现实。②技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内生驱动效应，这为实

施包容性降碳策略并维持经济稳态增长提供了转化条件，绿色转型必须建立在内生驱动之上。③碳排放

增速在不同水平时，技术效率提升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溢出效应具有较为复杂的非线性演化规律，过低

的降碳约束无法释放正向激励作用，只有合理适度的降碳约束能够撬动技术效率的最佳内生驱动力，进

而实现经济稳态增长。④碳排放增速对技术效率提升的内生驱动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过高或过低的降

碳约束在东部地区无法释放正向溢出效应，适度的降碳约束乃是最佳选择，而中西部地区需要一定的碳

排放容忍空间才能释放技术效率的内生驱动效应。

4.2　理论贡献

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以技术效率为转化支点，探索降碳约束与经济稳态增长的包容性演化路

径，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党的二十大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那么如何实现积极稳

妥地推进“双碳”目标？本文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境和相关数据检验发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

影响，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原生关系。因此，降碳并不等于除碳，一些观点将“双碳”战略刻画为碳排放

规模的正态分布预期，这显然不符合经济规律。本文认为，“双碳”推进要尊重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原生关系，降碳减排应包容于经济增长之中，以技术效率为转化支点，重在释放内生动力，才能合理兼顾

“双碳”推进与经济稳态增长，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第二，“波特假说”被认为是西方环境规制理论的核心依据，本文认为，“波特假说”对“双碳”推进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通过降碳约束能够激励效率提升与内生增长，这也正是本文的理论起点。但“波特假说”

对于中国情境的解释依然存在一定局限，其行之有效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弹性技术溢出空间，显然这一假

设只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成立。中国经济结构演进较为复杂，外延式扩张与内生性增长处于并行转化阶

段，一味强化环境规制不仅难以撬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反而会吞噬经济增长空间，这显然并非“双碳”

目标的初衷。本文研究发现，降碳约束在一定程度能够激励效率提升与内生增长，这证实了“波特假说”

的合理性，但同时，本文还发现，降碳约束并非越强越好，存在动态适度有效性，这一结论扩展了“波特假

说”在中国的实践解释，从而提出符合中国现实情境的降碳依据。

第三，传统计量研究关注更多的是两因素之间的线性关系，本文将碳排放、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纳入

统一的研究框架，通过理论分析揭示三者之间的迭代转化关系，进一步设计非线性门槛计量模型，刻画碳

排放约束在不同水平时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驱动轨迹，进而量化识别碳排放约束的最佳溢出区间

和无效溢出区间，这为动态调节降碳规制强度、科学释放技术效率的内生驱动力、保持经济稳态增长提供

了系统优化的经验依据和量化可循的决策参考。

4.3　政策启示

第一，“双碳”目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注入绿色基因，要通过降碳减排加快绿色经济转型，推

动高质量发展。相应的现实困境在于，经济产出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原生依赖关系，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不

可能完全“脱钩”。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演化过程中外延式扩张占比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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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导致传统化石能源消耗量长期居高不下，这为经济增长提供原生能源动力的同时衍生了大量碳排

放。中国式“双碳”推进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要立足中国国情，兼顾经济稳态增长。在制订降碳减排措施

时，要以综合效益为目标，合理评估降碳减排贡献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均衡关系，切不可因为单纯追求降碳

减排而牺牲经济增长，要避免本末倒置。环境规制必须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和现实情境，根据能源结构

和业态差异实施有针对性的降碳策略，逐步将外延式扩张向内生性增长转化，缓解碳排放压力的同时保

持经济增长动力，科学推进碳达峰与碳中和。中国的包容性降碳路径一定是兼顾环境优化与经济增长，

这将化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悖论之争，从发展的视角推动经济增长与降碳减排协同并进，为广大

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参照、可复制的经验依据。

第二，碳达峰和碳中和是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双碳”推进不能仅仅关注碳排放指标，而要在经济

稳态增长预期下寻求内生转型与效率变革，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加速技术创新，以系统

优化实现有序降碳。能源化工产业是降碳减排的重点领域，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高耗能行

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 年版）》中提出，现代煤化工行业先进与落后产能并存，企

业能效差异显著，反映了我国能源化工产业的现实情况。2020 年，中国煤制甲醇、煤制烯烃和煤制乙二

醇三者碳排放合计约 2.4 亿吨，煤化工行业约 35%，降碳减排压力较重。事实上，我国当前煤制甲醇行业

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依然占比 25%；煤制乙二醇行业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约占 40%，存在巨大

的效率优化空间。降碳减排应与技术效率相结合，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将降碳约束转化为内生动力，

通过效率变革长效驱动经济增长与绿色转型；与此同时，在产业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过程中，强化单位碳

排放的经济贡献度，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边际依赖，实现降碳减排与经济稳态增长的共轭驱动模式。

第三，通过非线性研究发现，不同碳排放水平下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溢出效应有所差异，因此

不能以静态标准约束碳排放。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来看，碳排放规模伴随着工业化进程

加速上升，而降碳减排则依赖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优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务院印

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了具体的降碳目标：2025 年，单位 GDP 能源消耗相比 2020 年下降

13.5%，单位 GDP 碳排放下降 18%；203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5% 以上，2030 年前实现碳达

峰目标。可见，国家层面对“双碳”目标提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计划，从时间维度来看，降碳策略并非线性

均等化，第一个五年的降碳空间压缩相对有限，第二个五年加强降碳约束，顺利实现碳达峰，这符合我国

的经济发展现状，为绿色转型提供了充分的缓释空间，但同时也明确了“双碳”推进的阶段性要求和终极

目标。虽然当前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跃居全球前列，但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各地降碳减排不能简单“一刀

切”，而要打破静态视角局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设计动态可调的约束机制，选择降碳减排与技术效率双

向匹配的最优策略，做到稳中有降、边降边调，合理控制碳排放增速的同时激励最佳内生驱动力。

第四，环境规制与降碳减排不应忽视区域异质性，要因地制宜推动“双碳”目标。东部地区承载了经

济发展的龙头驱动作用，但整体能源消耗水平依然处于上升势态，面临严峻的降碳减排压力，一方面，可

参照京津冀地区的发展经验，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资源消耗较大的传统重工业逐步转移至能源供给

相对集中的中西部地区，降低现代化工业发展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优化自身能源结构，推动降碳减

排；另一方面，采取更为精准的弹性降碳约束，通过动态调节机制激励技术进步与效率变革，发挥东部地

区的创新资源优势，推动技术进步和效率优化，赋能经济绿色增长。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较为复杂，技术进

步和效率变革依然需要一定的碳排放容忍度，对于金属冶炼、汽车制造、机械加工这样的传统工业，既要

给予一定的碳排放空间，保障企业正常生产运行，同时也要鼓励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和效能优化，在合理的

碳排放门槛约束下提质增效，科学做好降碳减排。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效率水平不高，但化石能

源储量丰富，尤其是陕西、宁夏、新疆等省区，煤化工产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性行业，可根据能

源行业集中度较高的特点，以中石油、华能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为切入点，制订系统科学的行业降碳约束

机制，倒逼企业提高技术效率，加快绿色转型升级；对于经济贡献较低的双高企业，要加快供给侧改革，做

到应减尽减，为绿色转型升级腾出空间；在新兴行业市场准入标准设计时，要引入科学合理的降碳约束机

制，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划定绿色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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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romote Carbon Reduction Constraints and 
Steady Economic Growth Mutually?

—Dynamic Threshold Test with Technical Efficiency as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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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buil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mprehensively，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inclusive carbon reduc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is essential to give consideration to “dual carbon” goal and steady economic 
growth. Taking technical efficiency as the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medium， it deduced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the parallel evolution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show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primary dependence between economic output and carbon emissions 
currently， and “carbon decoupling”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reality situation of China， while technic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provides an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tool for carbon reduction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growth 
parallelly. The nonlinear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when carbon emission growth rate i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track of economic growth is changed due to technic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nly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carbon reduction constraints could leverage the optimal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additionally， the endogenous drive of carbon reduction constraint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excessive or low carbon emission constraints are not applicable in the eastern regions，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need a certain tolerance of carbon emissions to release the conjugate dividend of efficiency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of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and 
quantitative basis of dynamic regulation， which are helpful to promoting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actively 
and steadily， as well as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steady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Double Carbon” target； technical efficiency； economic growth； Porter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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